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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Ｋｅ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ＢＡｓ）
识别
———国外案例、国内研究进展

武建勇１，薛达元２，∗，王爱华３，赵富伟１

１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３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成为全球重大环境问题之一，重要区域或重要物种的识别是制定和实施保护计划的首要步骤，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优先性研究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优先保护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保护国际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一直倡导的热点地区途径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ＫＢＡｓ）可以是综合的，也可以是单一类

群的重要区域，如不同的国家已经开展了鸟类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ｒ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ＢＡｓ）、植物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ＰＡｓ）、蝴蝶重要区域（ｐｒｉｍｅ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ＰＢＡｓ）和两栖爬行动物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ＡＲＡｓ）等

的识别研究工作。 集中力量优先保护一些重要的地区是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较为现实和高效的途径。 以佛得角群岛（ｔｈｅ Ｃａｐｅ

Ｖｅｒ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意大利（Ｉｔａｌｙ）、荷兰（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分别依据动物、植物单一类群或多个类群组合进行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

别为例，介绍了几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经验，概述国内在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领域的研究现状，详细介绍了

海南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案例，同时以国务院 ２０１０ 年批准实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划定的 ３２ 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提出中国未来应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在充分获取生物多样性分

布数据的基础上，依据植被类型和物种多样性以及受威胁因素等，在 ３２ 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进一步客观准确地识

别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热点中的热点或重要区域中的重要区域），为中国未来的保护地规划、生物多样性监测、政策制定等提

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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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但是，由于资源

的过度开发、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生境丧失等因素的影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丧失已

经成为全球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关系到地球上诸多物种的存在和延续，也关系到人类

自身的生死存亡［１］。 随着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日趋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已成为当前国际上

最为关注的热点。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要求有效的保护措施［２］。 但由于时间、资金、人力等投入的有限

性，加上生物多样性分布的不均匀性和受威胁程度的差异性等因素的影响，保护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 保护

行动应有明确的目标或重点对象（地区或类群等），重要区域或重要物种的识别是制定和实施保护计划的首

要步骤［３⁃４］。 保护国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一直倡导的热点地区途径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５］。 识

别生物多样性优先区是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争论点之一［６］。 如何使有限的投入达到最佳的保护效

果，成为人们关心的议题，为了确定重点保护地区，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先后提出了许多概念用于描述需要特

别重视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 Ｍｙｅｒｓ 首先定义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概念［７］。 同时，Ｍｙｅｒｓ 等在

全球范围内划定了 ２５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１．４％的陆地面积包含了 ４４％的维管植物和 ３５％的脊椎动

物［８］；后来，Ｍｉｔｔｅｒｍｅｉｅｒ 等又将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增加到了 ３５ 个［９］。 １９８６ 年 Ｒｙｄｅｒ 提出用进化显著单元来

确定优先保护的分类群（其中也包括种群）的概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１０］。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就是根据物

种的丰富度、保护价值等提出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为优先保护区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优先区的划定

可以依据生物多样性综合的数据，也可以依据几个类群的数据，重要区域的识别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为，有限

的资源不可能对所有的热点地区都进行保护，因此，保护战略必需聚焦在能代表更大的生物多样性或特有性

的较小区域［１１］。 因此，在适合的范围内识别优先区是保护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合理区划、采取分类实策、依法保护等措施，以达到有效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优先序列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有效使用和节省人力、
物种、何时间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集中力量优先保护一些重要的地区，是目前较为现实和高效的途径［１３］。 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确定，有助于明确最急需保护的区域，为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保护资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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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１４］。 但是，准确可靠地掌握生物多样性信息是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确立的前提基础，确立优先保护

区域为制定保护法规、保护规划、保护区的建立等保护手段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保护优先区、关键地区或热

点地区作为保护效益最大化的一种途径，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全球、区域及地区等不同尺度，以物种的丰富度和

受威胁程度、特有种数量以及生态系统受威胁状态等为评价指标开展了相关研究［１５］。 本文主要以佛得角群

岛（ｔｈｅ Ｃａｐｅ Ｖｅｒ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意大利（Ｉｔａｌｙ）和荷兰（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为例，介绍了几个国家以不同类群为指示

物种进行的物种重要区域识别经验，结合我国在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划定的工作进展和典型案例分析，提出

了未来在此方面的工作思路和建议。

１　 国外案例

确定优先保护区并探讨保护的效益最大化，成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 ２０ 世纪末，一些国际组

织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相关的项目。 如 １９９７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ＷＦ）
发起的“全球 ２００”项目；１９９９ 年，保护国际（Ｃ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评估［１３］。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可以是不同类群的重要区域，如不同的项目已经支持开展了鸟类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ｒ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ＢＡｓ）、植物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ＰＡｓ）、蝴蝶重要区域（ Ｐｒｉｍｅ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ＰＢＡｓ）、两栖爬行动物重要区域（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ｍｐｈｉｂ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ｔｉｌ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ＡＲＡｓ）等的识别研究工作。
２００２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ＢＤ）发起的识别欧洲植物保护的最佳区域

网络特殊项目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爱沙尼亚在执行欧洲发起的识别植物保护最佳区域的项

目中，依据欧盟栖息地指令（ＥＵ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附录物种和爱沙尼亚保护物种划定了 １０８ 个植物重要

区［１６］。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就是根据物种的丰富度、保护价值等提出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区域，能够使生物

多样性得到保护和管理的一个具体代表区域，为优先保护区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通常基于存在的濒危物

种、物种丰富度和存在的受威胁生境等普通标准来识别［１７］。 例如一个植物重要区域（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ａ，
ＩＰＡ）可能是在植物多样性、濒危物种、栖息地都很重要的地区，三个标准可以用来识别植物重要区域［１８］。 物

种分布等相关数据对于重要区域的划定至关重要，不完整或不客观的数据可能会对未来的保护计划产生消极

影响。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强调了记载植物多样性和物种分布对于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１７，１９⁃２０］。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 等对评估优先保护管理中的生境脆弱性进行了量化研究［２１］。 Ｖｉｌｌａｌｏｂｏｓ 等以墨西哥鸟类为例，研究

了在优先保护区域划定中的物种分布范围确定方法［２２］。
１．１　 佛得角群岛陆栖爬行动物重要区域识别

遗传多样性是特有类群保护的关键，它为物种的保存提供了原材料，同时，它也与环境的适应进化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 佛得角群岛（ｔｈｅ Ｃａｐｅ Ｖｅｒ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位于非洲西海岸大约 ５００ 公里的大西洋中，生物多样性丰

富，是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岛上有很多特有物种，同时，遗传变异独特性高。 因此，
基于进化显著单元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ｎｉｔｓ， ＥＳＵｓ） 的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等［２３］以佛得角群岛的陆栖爬行动物为例，将面积为 ４０６７ ｋｍ２的研究区域分为了 ２２５×２２５ ｍ 的

７６４１４ 个格子，收集了 ３０ 个物种的 ９５３ 个观察的分布数据（其中 ７５２ 个观察数据的地理位置是基于 ＷＧＳ⁃ ８４
坐标系利用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记录，其余 ２０１ 个观察数据通过 ２２５ 米的地形图获得）和 １４ 个生态地理变

量，包括海拔、坡度、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和 １１ 种生境类型。 根据 Ｆｒａｓｅｒ 和 Ｂｅｒｎａｔｃｈｅｚ（２００１）对 ＥＳＵｓ
的定义，根据最新资料记载的分子标记、种群、形态数据，分析了每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利用交互线粒体

ＤＮＡ 网络图和哈德森 Ｓｎｎ 重要值（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ｕｄｓｏｎ′ｓ Ｓｎｎ ｖａｌｕｅｓ）计算了每个物种的单倍型丰富程度，据此

识别了三类爬行动物每个特有物种的进化显著单元（ＥＳＵｓ），确定了 ３１ 个进化显著单元叠加，结合运用最大

熵模型预测的满足分析条件的 ２３ 个物种的潜在分布区最后确定了爬行动物优先保护的 ３８ 个 ＥＳＵｓ。 在此基

础上讨论了进化显著单元被保护的现状等，分析了保护空缺，优化了优先保护单元。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等人以爬行

动物为研究对象，重点从系统进化的角度来考虑优先保护的区域，更适合于某一类群的分布区域的优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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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ＥＳＵｓ 确定优先保护种群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于一些迁移能力较低的动物来说比较敏感，而且 ＥＳＵｓ
的确定容易受误差的影响，这些误差一方面因为选取的种群数和个体数太少而不能识别 ＥＳＵｓ，另外一方面由

于用于鉴别的遗传标记太少而不能反映种群遗传格局。
１．２　 意大利植物重要区域识别

保护 ５０％对植物多样性有价值的区域是《全球植物保护战略》提出 ２０１０ 年目标之一。 Ｍａｒｉｇｎａｎｉ 和

Ｂｌａｓｉ［２４］以意大利（Ｉｔａｌｙ）为例，对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的识别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 为有效落实全

球植物保护战略的目标，评估意大利落实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目标的程度，意大利以每 １００ ｋｍ２一个网格完成

了全国的植物重要区域（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ａ， ＩＰＡ）的识别与划分［１７］。 研究利用的维管植物、苔藓植物、淡水

藻类、地衣、真菌物种分布数据主要包括来源于文献、标本和地区专家收集的原始记录等 １９５０ 年后的 １３９４ 种

维管植物 １３９４８ 条分布数据和 １８２ 个其它类群的物种的 １０８７ 条分布数据；生境类型数据主要是欧盟栖息地

指令中的陆地生境类型以及专家提供的国家级的生境类型，共收集了主要来源于自然 ２０００（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０）数
据库的 １２２ 种生境类型的 １３９７９ 条数据记录。 将全国共划分了 ３５０４ 个方格，再将每个方格依据物种与生境

的丰富度和保护价值划分等级，，即依据每个方格内的维管植物的种类和生境类型总数，将丰富度高、中、低三

个层次；依据专家排序的有较高保护价值的维管植物种类和生境类型，将保护价值也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最后，把两个指标中任意一个指标或两个指标都为“高”的方格定义为顶级单元（ ｔｏｐ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 任意一个

指标或两个指标都为“中”的方格定义为中级单元（ｍｅｄｉｕｍ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两个指标都为“低”的方格定义为低

级单元（ｌｏｗ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 因有 １０４６ 个方格缺乏数据，最终共划分了 ３５１ 个顶级单元（ ｔｏｐ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７９８
个中级单元（ｍｅｄｉｕｍ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和 １３０９ 个低级单元（ｌｏｗ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ｅｌｌ）。 植物重要区域就被定义为具有顶级

单元级别的方格区域，然后，根据各类植物的生境类型匹配程度，结合格子内物种与生境类型以及适宜土地覆

盖类型，确定了植物重要区域边界。 最后，划定了 ３１２ 个植物重要区域和 ８ 个淡水藻类重要区域，共 ４５０ 万公

顷，占国土面积 １５％。 意大利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在全国范围内来划分植物重要区域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工作

比较系统，对于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研究方法和思路有普遍适用性。
１．３　 荷兰多类群物种热点地区识别

荷兰（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是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家，国土面积大约为 ４１，５００ ｋｍ２。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等［２５］ 按照 ５
ｋｍ×５ ｋｍ 的网格，研究了无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和苔藓植物等不同类群的生物地理分布格局，分析判别了荷

兰特征物种的热点区域（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研究人员首先依据几个全国性的数据库建立了物种名录，再通过欧盟无

脊椎动物调查、ＲＡＶＯＮ 基金会、荷兰苔藓植物和地衣学会收集了不同类群的分布数据，包括大量的博物馆记

录、监测和文献记录数据以及物种编目和自愿者、专家长期收集的分布数据。 研究所收集数据大部分是 １９５０
年以后特别是近年的数据，共收集到食蚜蝇 ３２７ 种 ３７２１１８ 条记录、爬行动物 ２４ 种 ２３３２０６ 条记录、蝗虫和蟋

蟀 ４５ 种 ７０００ 条记录、蜻蜓 ７１ 种 ２２００００ 条记录、苔藓 ５０７ 种 ８７５０００ 条记录。 为了揭示跨区域环境变化，研究

共设置了 ３３ 个环境变量，包括相对湿度、日照、辐射、温度和降水年度平均值，海拔、土壤类型、氮沉降、等等；
划分了 １３ 种栖息地类型，根据航空卫星图提取了栖息地类型的分布数据，计算了每个网格的栖息地类型所占

面积，利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计算每个方格内土地覆盖的异质性。 首先，根据每一个类群物种的相似性，利用双向

指示物种分析（ＴＷＩＮＳＰＡＮ）聚类划定的方格，识别每一个方格聚类的特征物种，再确定不同类群方格聚类。
最后选择至少包含两个类群的特征物种的区域作为特征物种的热点区域，评估不同区域之间的环境差异性。
研究分析表明，有 ５ 个区域在单个类群的物种组成上明显不同，每个区域具有至少有两个特征类群的分布区

的特点。 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些区域的环境特征也有明显区别，最后划定了 ５ 个特征物种热点区域，并对

５ 个热点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 等人以多个类群为研究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物种热

点区域，比以单一类群为研究对象更具有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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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研究进展

２．１　 研究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为了有效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思想也在被尝

试。 国内学者［１， ２６］较早地提出了分区、分类保护的想法，不同的生物多样地区，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进一步

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特别在近几年也有了较多的实践工作，如刘广超和陈建伟［２７］ 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进行了评定和划分；吴波等［１４］对长江上游生态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了研究确定；刘
超敏等［２８］选择了 ９ 种鸟类、１５ 种哺乳动物、２０ 种植物作为指示物种，选择放牧、人口、居民点、公路等因素作

为主要干扰因素，根据物种的丰富度和特有性、脆弱性和干扰程度等指标分析了三江源地区物种多样性保护

优先地区，做了物种多样性保护优先地区空间分布图；栾晓峰等［２９］选择了 ６４ 种濒危和特有动植物，人口密度

和道路作为主要环境因子，利用 Ｃ－ｐｌａｎ 软件计算了规划单元的不可替代性值，确定了东北地区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划定了不同等级的优先保护区域，并根据保护区现状进行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空缺分析。 张路等［３０］对

长江流域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了研究评价；徐卫华等［１５］ 依据长江流域重要物种分布格局进

行了保护优先区研究；张路等［３１］选择了海南岛 １４０ 个濒危物种为指示物种，在物种栖息地评价的基础上，研
究提出了海南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孙工棋等［３２］以我国陆生濒危哺乳动物为主要

研究对象，以 １４３４ 个生态功能小区为规划单元，根据物种分布数据，结合规划单位内生态敏感性和保护优先

性，研究提出了 ８９ 个生态功能小区的优先保护规划建议。
除了上述在一个局部区域开展重要区域划分工作外，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一些综合性的重要区域划分

类似工作，如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综合考

虑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特有程度、特殊生态功能，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珍稀濒危程度、受威胁因素、地区

代表性、经济用途、科学研究价值、分布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划定了 ３５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３２ 个

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优先区域和 ３ 个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划定的 ３２ 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目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全

面、系统的优先区，对全国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目前的优先区面积还偏大，对于保护

地网络优化还缺乏很强的操作性。
２．２　 海南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识别案例

张路等［３１］参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一批）》、《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共选择了 ２０８ 个物种，结合专家意见对物种的保护级别进行了划分：Ⅰ级为国

家一级保护且濒危、极危，Ⅱ级为国家二级保护且濒危、极危，Ⅲ级为其他濒危、极危物种和海南特有动物物

种。 依据《海南省生物多样行评价报告》中的调查数据，结合海南省环境研究院提供的海南省自然保护区内

部科考资料等，确定了物种分布数据和生境变量。 利用物种生境机理模型识别该物种栖息地，查询每一目标

物种分布的海拔、生态系统类型、距水源距离和土壤类型，叠加计算栖息地分布区。 再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 软件提

取每一目标物种的栖息地，使用 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工具对上述 ４ 个栖息地要素分布图进行乘法运算，取值为 １
的区域作为该物种栖息地分布区，０ 为非栖息地分布区，适当修正，输出栖息地分布数据。 然后，使用

ＭＡＲＸＡＮ 模型和 ＡｒｃＧＩＳ 计算了物种合理的保护优先区空间分布模式。 由于部分数据空缺造成 ６８ 个物种的

栖息地无法识别，案例共识别了 １４０ 种（包括 ２７ 种动物和 １１３ 种植物）合理的保护优先区空间分布模式。 最

后，以 ３０ｍ×３０ｍ 的栅格为单元，利用 ＭＡＲＸＡＮ 模型，通过不可替代性分析，对海南岛主岛约 ３３９３４．２ ｋｍ２（不
包括周边小岛）区域进行了保护优先区等级划分。 研究案例共划定了海南岛保护优先区共 ６０ 个乡（镇、农
场），其中，一级保护优先区涉及 ２３ 个乡、镇、农场（面积 ２０７８ｋｍ２，占海南岛陆地总面积的 ６．１％），二级保护优

先区涉及 ２３ 个乡、镇、农场（面积 １５６５．６ｋｍ２，占海南岛陆地总面积的 ４．６％），三级保护优先区涉及 １４ 个乡、

５　 １０ 期 　 　 　 武建勇　 等：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Ｋｅ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ＫＢＡ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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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场（面积 １６４０．１ｋｍ２，占海南岛陆地总面积的 ４．８％）。

３　 结语与建议

在更适合的范围内识别优先区是保护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通常这种热点区域中的热点区域称之

为微热点区域或极小热点区域（ｍｉｃｒｏ－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或 ｎａｎｏ－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３３］。 微热点区域的识别有助于发现保护区

网络的保护空缺，可为保护点的代表性评估提供依据，为优先保护提供依据［３４］。 面对生物多样性日趋威胁的

局面，财力、人力等资源的限制，优先保护能产生极大价值的物种和区域是很重要。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的识

别可以有效促进生物多样性总体保护。 然而，优先区的识别也不是很容易，特别是界定标准的建立。 优先保

护有很多标准，从生态完整性到物种代表性。 仅物种代表性而言，也有进化、生态相关性以及保护价值与保护

成效等。 一般标准是指物种丰富、受威胁物种、特有和狭域物种分布的热点地区或关键生态区。 尽管标准和

方法很多，这些标准怎么能很好地结合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同时，详细的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对生物多

样性性重要区域的客观识别也至关重要，现有物种数据的质量（分布、保护价值和意义）也影响了物种的优先

保护。
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生物多样性调查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

成就，完成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以及地方各类志书的编写，基本掌握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组成情

况，但仍面临本底数据缺失等诸多问题。 中国生物多样性本底不清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未来优先保

护的挑战之一就是补充缺失的生物多样性分布等数据信息。 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的工作进展，建议中国未来在通过本底调查获取详细分布数据的基础上开展优先区内重要区域的识别等

工作。
（１）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获取分布数据。 地理分布数据的完整性、精确性和可靠性是生物多样性

重要区域划分的重点和关键环节。 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本底调查工作，相继出版了

近 ４００ 卷册的物种编目志书，在一定时期内，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础，成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开展的重要依据。 但过去的调查与编目工作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由于调查区域的局限性，对于

分布数据的调查与记录不是很详尽。 大部分物种缺乏详尽而全面的分布数据，且由于各类志书的出版跨越时

间范围较大，现有数据不能客观反映物种的分布现状。 许多物种的原有分布区已经发生了变化，现有数据和

真实情况有一定的偏差，中国应进一步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数据，为进一步开展

优先区内重要区域识别奠定基础。
（２）研究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指标体系，在优先区内开展重要区域识别工作。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划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国家未来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的重点区域，约占国土面积的 ２４％。 但是，在优先区里存在大量的开发土地，显然，对所有的优先区进行保护

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这一意义上，基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和经济价值等因素，在大的优先区内划定更小的重

要区域为保护提供参考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 Ｅｖａ Ｍ． Ｃａňａｄａｓ 依据特有维管植物的丰富度对地中海盆地热点

地区进行了微热点地区的划分研究［５］。 优先区内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的识别可以为优先区的进一步划分和

建立提供支撑，从而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充分利用通过本底调查获得的各类数据，建立生物多样性信

息数据库，运用建立指标体系，对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进一步分级、分类，筛选代表性较高、保护价

值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保护，逐步建立分级、分类示范保护地，从而提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水平，也
为国家和地方划分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安全红线提供重要依据。

（３）开展优先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优化与规划。 近年来，国内也开始引进了系统保护规划的思

想，并在一些地方做出了尝试。 利用系统保护规划的方法和国际上常用的保护规划软件 （ Ｃ －ＰＬＡＮ 和

ＭＡＲＸＡＮ 等）将保护规划进一步运用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研究，有助于优先区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

保护网络优化。 此外，在过去 ２０ 多年间，中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取得了较快进展，但与生物多样性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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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实际需求还相距较远。 在优先区内重要区域划定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管理体

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制定优先区的综合性管理办法。 同时，按类别分别建立示范保护区域，探索多种资

金渠道及合作形式的优先区管理模式，实现保护优先区域内既能保护好又能适度开发的可持续模式；构建优

先区评估指标体系，评估优先区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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